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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中和”背景下的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存在投入高、周期长、见效慢等问题，转型动因亟待研究。不同制度压力可能对组织低碳转型产生“拉动力”或“推动力”，由此引发企业采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应对行为。以资源型企业“陕西钢铁集团”形成低碳转型理念的过程为例，基于制度理论使用案例研究解释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观念形成的制度化过程，不仅能识别出企业低碳转型面临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制度压力，同时还探究这些制度压力驱动资源型企业采取对应转型行动的理论路径。研究表明：①资源型企业在低碳领域面临的制度压力包括由强制性政策管制构成的规制压力、由行业规范和同行竞争构成的规范压力以及由企业内部战略导向构成的认知压力；②规制、规范和认知三种制度压力分别驱动企业采取节能降耗、研发创新和制度机制调整三种低碳转型行为；③三种不同制度压力下的低碳转型举措分别实现了环保绩效、经济绩效与发展绩效。研究丰富了制度理论和企业可持续行为领域文献，同时为更好驱动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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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or pull?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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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carbon neutrality,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often faces issues such as high investment, lengthy duration and low efficiency, which necessitates the study of the motivation for such transformation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may exert either a "pull" or a "push"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leading to various proactive or reactive responses by the companies.This study takes the process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y the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 Shaanxi Iron and Steel Group, as an example, and employs institutional theory to expla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his approach identifies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from macro to micro in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s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se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driving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o form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①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faced by resource-based firms in the low-carbon area include regulatory pressures constituted by mandatory policy controls, normative pressures constituted by industry norms and peer competition, and cognitive pressures constituted by firms' inter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②The three types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namely regulation, norms, and cognition, respectively drive enterprises to adopt three types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ehaviors, namel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production re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③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ctivities under the thre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result i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e study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corporate sustainable behavior, whil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to better drive resource-based firms' low-carbon transi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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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正式提出。钢铁企业属于资源型企业，资源型企业是指集合各种生产要素, 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强的企业，具有规模大、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且排放集中等特点。我国是工业大国和钢铁大国，2020年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我国碳排放比例高达15%，相对于全球平均10.1%多出近5个百分点[1]。因此，钢铁企业是我国实现生产端“双碳”目标的关键转型对象。
钢铁企业的低碳转型受到多种制度因素影响：首先，钢铁行业能源结构高碳化，排放受到国家能源政策的强制约束。其次，钢铁行业过去多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面临激烈的同质化市场竞争压力，低碳钢新产品技术与市场是企业争相角逐的增长空间。最后，企业内部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会形成新型低碳发展组织文化与管理惯例，形成认知性制度。不同制度压力可能分别“拉动”或“推动”组织低碳转型，由此引发企业采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应对行为。不同的制度压力会对企业带来怎样不同的影响？哪些是钢铁企业低碳转型的决定性驱动因素？回答上述问题将有助于在“双碳”目标推行初期厘清钢铁企业开始低碳转型的动因机理，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型企业走上一条自主驱动的低碳转型之路。

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的发展转型受到管制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三种制度压力的驱动[2,3]。管制性的制度压力是来自于政府等当权者指定的法律法规的影响，规范性制度压力通常来自于市场中同行业成员以及消费者施加的压力，认知性制度压力通常来自于企业面临的文化环境，包括管理层意识、企业文化等。不同制度压力存在差异，强制性压力比规范和模仿都更容易传播，而后者则提供了更好的解释性，可以更有效促进组织采用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关的行为[4]。探讨不同制度压力是否会带来不同组织行为，以及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是本文研究的关键问题。

本文选择陕西钢铁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访谈和资料收集基础上，通过扎根理论构建不同制度压力对钢铁企业低碳行为选择模型。理论上为钢铁企业低碳转型动因与机制构建了深入系统的理论框架，丰富了碳中和相关的研究，同时将制度理论引入低碳领域，丰富了制度理论的理论适用背景。实践上明晰钢铁企业在每一阶段制度压力下的应对动因，提炼符合企业实际的转型方案，为推进钢铁行业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低碳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
1理论背景与框架
1.1低碳转型相关定义
“低碳转型”一词最早出现在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定义中。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向低碳经济发展转变的表征过程被称为“低碳经济转型”，低碳经济具有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特征[5]，在人文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友好间寻求平衡[6]，综合来看低碳经济的宗旨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一致[7]。因此，“低碳转型”就是企业作为市场中的微观主体，通过增加节能减排研发投入、转变技术路径、创新产品服务、提高能效等方式，助力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

低碳转型与绿色转型不同。过往研究多以绿色转型作为企业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模式的主要战略[8]，而双碳目标下的碳减排，则应属于绿色转型的子集，内容聚焦在降低生产端碳排放量。因此，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因、过程、路径文献对于低碳转型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不能忽略低碳转型的独特之处。首先，政策强制力相对显著，双碳政策具有清晰的目标周期与量化标准，尤其在生产端通过碳配额等方式能够对企业碳排放量施加有力约束[9]。第二，推动生产端改革与刺激消费端拉动力同步进行，这在其他绿色环保专项事务中是少见的，即市场需求也向低碳产品转变，这对生产端的“倒逼”是企业技术变革的动力之一[10]。第三，基于需求端的转变，低碳标签对企业带来的潜在经济绩效比较可观，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前景并不模糊，企业展开自驱的低碳转型可能性相对较高。因此企业低碳转型的环境动因值得研究。
1.2 低碳转型与制度理论
制度由社会建构的一系列实践规则和价值信念构成，塑造了实践、价值、信仰、行为等方面的组织规范，每一套规范都有自成体系的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方法[11-13]。制度理论已应用于解决碳排放相关问题。王丹丹（2015）构建了基于组织合法性的企业低碳管理模式，并认为低碳管理模式的形成是企业进行外部适应及内部整合的组织合法性构建过程[14]；Andrews-Speed（2016）将能源领域视为社会技术制度的延伸，将制度理论纳入低碳能源转型研究，研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制度如何变化[15]。Villena 和 Dhanorkar （2020）利用制度理论来研究供应商披露碳排放透明度的外部因素[16]。Wei（2021）以制度理论为基础，通过确定城市管理者进行改革的愿望和能力来评估中国低碳城市的成就[17]。Anwar等人（2021）利用全球数据证实了国家碳定价政策中制度压力与自愿环境披露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再次证实了制度理论在碳排放研究领域的重要性[18]。

制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的外部压力采取不同的战略活动。其认为，组织的发展转型受到管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三种制度压力的驱动[2-3]。管制性制度压力是来自于政府等监管机构的强制性力量，确保秩序的建立和实践的强制推行，典型的制度压力是法律法规，已有文献表明这是企业向环境友好转型的主要驱动因素[4]，比如，国家制定的环境监管法律具有强制力，企业必须遵守并进行绿色生产实践[19,20]。规范性制度压力是由规范机构参与制定社会接受的行为标准所施加的压力，通常来自于如行业协会、供应链成员和竞争对手等市场主体。组织必须遵从规范压力才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合法性，比如出口到国外的大量商品因绿色壁垒而被拒绝[21]，企业在应对环保问题上，会通过密切关注其他竞争对手的行动来选择应对策略，而不是遵守法律或监管制度，或者遵照公司自己的经验[22]。认知性制度压力为无形的认知规范或文化，通常来自于企业面临的文化环境，包括管理层意识、企业文化等。

已有部分学者探讨了资源型企业低碳行为的驱动因素，比如陈红和刘东霞（2018）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宏观环境政策、团队与组织创新环境等外部因素都对企业低碳创新有促进作用[23]。但是文献未能探讨不同外部压力带来的不同影响。也有学者比较不同环境制度压力的差异，比如，强制性压力比规范和模仿都更容易传播，而规范性压力则提供了更好的解释性，可以更有效促进组织采用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关的行为[24]。Chu等人（2018）使用制度理论研究了制度力量如何影响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采取绿色创新，结果发现客户压力和竞争压力相比较监管压力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而监管压力并没有[25]。Dhanda 等人（2022 年）试图将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结合起来，通过确定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压力分类来回答企业在实施碳减排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压力，他们发现强制性制度压力比规范性制度压力和模仿性制度压力更加有效[26]。然而上述研究均针对的是绿色转型过程，将制度理论运用于研究低碳转型过程的文献仍然较少，同时，上述研究仅比较了不同制度压力的有效性，未曾探讨不同制度压力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组织行为和机制。


综上分析，针对现有文献理论缺口，本文拟从三方面探究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的行为选择：首先，识别并区分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过程中，推动其发展并持续深入的多种制度类型，通过宏微观视角的结合完整刻画制度环境的演变。其次，跟踪企业从被动到主动的角色演变，对不同制度压力下企业低碳转型行为加以梳理。最后，在识别不同制度压力下组织行为的基础上，对组织行为背后的转化机制和组织行为带来的转型成果予以阐述。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通过深入描述和剖析特定现象，获得对问题全面与整体的观点，是管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讨论资源型企业在多种制度压力下实现低碳转型的复杂过程。体现了企业在不同制度压力前因引导下从被动转型到自驱创新的演变，以及最终在产品、技术、生态等层面深化低碳转型的过程，构成了复杂的管理路径模型，需要解决现象背后的“Why”和“How”问题，因此比较适合案例研究方法[27]。单案例研究能够对特定案例企业深入、系统分析[28]，相对于多案例研究，更善于情境还原、故事演绎，由于聚焦在一个对象上，研究者能够深入发掘研究对象的社会行为[29]。同时，纵向研究能够梳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以及动态演进的逻辑关系。因此，本研究选择针对代表性企业进行纵向单案例追踪。
2.2案例选择
本文在案例选择时主要遵循典型性原则[30]，保证案例适合发现和拓展构念间的逻辑关系[31]。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钢集团”）是陕西省委、省政府为振兴陕西钢铁产业而组建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2011年12月重组加入陕煤集团，具备千万吨级粗钢综合生产能力，行业竞争力排名A级（特强），2019年粗钢产量位居全国第16位，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精品建材生产基地，入选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经过多年发展，陕钢集团构建了集钢铁冶炼、钢材加工、矿山开发、金融贸易、科技创新、现代物流、资源综合利用环保产业、信息化产业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以“禹龙”牌系列棒材、线材、抗震高强度钢筋和热轧带钢等代表的主营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及省级重点项目工程，先后荣获“陕西省著名商标”、“陕西省名牌产品”、“国家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等荣誉。

在低碳转型方面，陕钢集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导向，按照碳达峰、稳步下降、较大幅度下降、深度脱碳4个阶段扎实落实“双碳”要求。在具体做法上，通过结构减排、工艺减排、机构保障、加快清洁能源运输比例、探索碳捕集碳封存碳利用等创新举措，贯彻节能降碳政策、抓好环保项目建设、实行能耗统筹发展思路。2022年，陕钢集团在完成《能源双控及双碳行动方案》决策部署的基础上，继续以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为纲，以提升综合能效为抓手，建立综合能耗提升管理体系，有序推动实施系统性节能降碳改造，聚焦生产系统短板开展工艺技术攻关，深入研究全系统、全方位降本方法与路径，以“大工艺统领”为抓手严控工艺底线。积极实施节能降碳项目，推进光伏发电、林业碳汇、碳资产管理等规划设计，建设智慧钢厂，进行料场、转炉、轧线全面升级，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不断优化配料、改善焦炭、废钢供应质量，保障生产稳定，助推烧结固燃、入炉焦比、钢铁料消耗三项核心消耗类指标不断优化，达到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指标。在不断的低碳绿色转型中，陕钢集团环保超低排放扎实推进，成为了区域行业排头兵，所属龙钢公司也成为西北地区钢铁行业唯一一家环保绩效A级企业。

本研究选择陕西钢铁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陕西钢铁集团具备千万吨级粗钢综合生产能力，粗钢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有着很大的减排潜力；其次，陕西钢铁集团在西北地区处于行业头部，在全国处于行业中上游，它的低碳转型实现过程能够对大多数钢铁企业的低碳转型起到借鉴意义；最后，陕西钢铁集团在西北地区钢铁行业普遍高排放高污染环境下，虽然缺少如宝钢等行业龙头的低碳技术和顶层设计，仍能开始在低碳转型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低碳转型过程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2.3数据搜集
本研究通过访谈、现场观察、和二手资料搜集案例数据（见表1），各来源数据相互补充并交叉验证，提高案例的信度和效度，形成资料的三角验证。
一手数据采用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深入企业实地调研，基于11天的企业实地调研、4次正式访谈和2次实地参与式观察深入了解陕西钢铁集团的低碳转型现状，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访谈和观察数据。
同时针对二手数据，研究者通过对于文献资料、宣传册、领导人讲话和企业内部报告等多种途径搜集了大量陕西钢铁集团的二手数据，以及通过档案资料、网络查找搜集了大量钢铁行业相关政策文件，剔除重复性资料，共收集10余万字的二手资料。
表1 研究数据来源
Table 1 Sources of research data
	资料类型
	资料来源
	资料获取方法与主题

	一手数据
	领导层访谈
	被访谈人员包括研发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和市场负责人，内容包括企业已有环保举措和绿色转型应对策略等

	
	基层员工访谈
	从员工视角了解其对碳中和政策的了解和企业应对机制

	
	参与式观察
	实地参与钢铁企业轧钢、炼铁等生产流程，记录其环保制度和碳排放管控相关机制。

	二手数据
	公司网站、公司内部报告及刊物、公司各年度计划和环保排放数据以及媒体报道文本
	全面查阅并记录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数据等，涉及公司的环保投放、创新支出、决策、计划等


2.4数据编码方法
本研究基于 Eisenhardt and Graebner（2007）对案例研究的编码建议，通过“数据清理、数据提炼、结论及验证”三个阶段完成数据的编码录入工作[28]。其中，在数据缩减阶段主要通过对质性文本资料进行精炼和规范化处理，剔除无明显学术用途的无关性语言，提取关键信息；在数据陈列阶段主要对缩减和编码后的数据进行有组织地整理，和理论进行反复对比；在结论及验证阶段主要基于编码结果梳理理论框架，提出新的框架，并在数据与理论、新框架与现有理论之间不断迭代比较和相互印证，若发现不符，则回到第一阶段重复三个过程。具体编码结果详见表2。
3 案例分析及发现
案例分析阶段，紧紧围绕“不同制度压力对企业低碳转型动因的制度化过程”这一重要议题，采用陕西钢铁集团这一代表案例进行路径推演，编码和构念生成遵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步骤，并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3.1 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逐字逐句不断比对、甄选和提炼，提取出了重要原始资料的关键词，并在其基础上提炼出来初始范畴。经过开放式编码，本文得到13个初始范畴，见表2。
表 2 开放式编码
Table 2 Open Coding
	初始范畴
	原始资料
	关键词

	政策管制​
	碳减排压力巨大，国家要求单位GDP碳减排18%（减排政策）；环保部门监管严格，我们的高炉上都装有专门的探测器，一旦小时内排放超标，环保局就会下达电子督办单（排放监管）；
	减排政策；

排放监管

	行业规范
	以前有冶金部，现在有钢铁协会，行业协会出台相关规范指导企业工作（行业协会）；钢铁行业的CO2排放量占工业排放量的比重还是在不断上升，作为高密集型二氧化碳排放行业，钢铁行业指导意见对于减碳越来越重视，要求越来越具体（指导意见）；
	行业协会；

指导意见

	同行压力
	全国粗钢产量居高不下，区域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区域竞争）；竞争对手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比如酒泉钢铁、新疆钢铁，竞争对手相互抱团（竞争对手）；先进的低碳生产工艺和碳处理技术在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开始试点，陕钢在这方面仍然较为落后（技术落后）
	区域竞争；技术落后

	战略导向​
	深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规划“3621”发展路径，通过装备水平升级、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协同力的增强，实现集约、高效、低碳、绿色、循环的高质量发展（发展路径）；以“美丽陕钢”为抓手，坚持提升陕钢的软实力及竞争力，使企业从根本上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企业文化）
	发展路径；企业文化

	节能降耗
	提高固废资源附加值（资源回收）；在碳中和要求下去产能，缩减粗钢产量，通过提高产品的强度达到减量化用钢（压缩产量）；龙钢公司自发电比例50%左右，节能降耗成效显著（节能减排）
	资源回收；压缩产量；节能降耗

	研发创新​
	陕钢一年有4-5亿研究基金（研发投入）；加快绿色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绿色+智能”融合发展（产品变革）；陕钢集团围绕双碳战略布局了绿色化高强建材研发工作，进一步推动产品“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更高（产品研发）；优化周边轧材资源，推进上下游战略合作（创新商业模式）
	研发投入；产品变革；创新商业模式

	制度机制​
	整改具体问题与加强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突出长效机制建设（制度建设）；坚持制度创新、流程创新，全面推行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双百分制考核”制度（制度创新）；打造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积极实施节能降碳项目，推进光伏发电、林业碳汇、碳资产管理等规划设计（低碳转型规划）；
	制度建设；制度创新；转型规划

	资源制约
	能耗指标只能置换不能增加，想引入新生产线进行多元化很困难，要么拆掉之前的高炉，要么购买新的新的能耗指标（能耗指标）
	能耗指标

	价值重塑​
	普通钢材“供大于求”将继续加剧，市场需要的是优质钢材（需求环境）；行业协会出手淘汰低效钢，绿色低碳钢材是大势所趋（淘汰落后产能）；行业内新技术出现，会有合作论坛交流推广，大家都能一起用（低碳价值传播）
	需求环境；

淘汰落后产能；低碳价值传播

	价值内化​
	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得靠自己，如智能制造、融合创新、产能置换和升级转型（技术提升）；加强对国家碳达峰相关政策和要求的研究（政策研究）；我们公司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争取在区域内做到最好（管理层意识）​
	技术提升；政策研究；管理层意识

	环保绩效
	龙钢公司超低排放工序改造完成，自发电比例达到50%，污水零排放（环保绩效）；烧结、轧线工序全面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吨钢排放二氧化硫0.16kg/t、氮氧化物0.29kg/t，分别同比下降43%、39%，碳排放近五年连续下降29.7%（减排）；持续加强环境治理、厂区靓化、精神引领、管理提升，杜绝一般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治理）；道路抛洒扬尘、料场扬尘、厂区环境卫生等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厂区卫生）
	环保绩效；减排；环境治理；厂区卫生

	经济绩效​
	在国家淘汰低效钢的背景下，陕钢近两年扭亏为盈，实现钢材终端直供比例高达（销量提升）；龙钢公司烧结、球团工序及汉钢公司炼钢工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技术进步）；全年产销率100%，主导市场占有率80.3%（市场份额）​
	销量提升；技术进步；市场份额

	发展绩效
	龙钢公司荣获陕西省质量标杆企业（质量标杆）；龙钢公司荣获“环保绩效A级企业”，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企业美誉度增加（企业美誉）；积极打造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产业链深度融通的钢铁产业集群（产业集群）
	质量标杆；企业美誉；产业集群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得到的13个范畴聚类提取主范畴的过程。根据初始范畴的属性和内在关联性，本研究共得到四个主范畴，分别为：根据制度施行主体、外界环境不同区分的制度压力；组织应对不同制度压力表现出来的组织行为；驱动组织采取不同行为的转化机制；组织面对不同制度压力应对后追求的组织目标。通过主轴编码，得到的主范畴及对应初始范畴如表 3所示。

其中陕钢集团在开始低碳转型的行为之前面临着不同种类的制度压力，经过三重编码制度压力可以被归为政策管制、行业规范、同行压力和战略导向。

第一类制度压力来自于国家强制的政策要求。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之下，陕西钢铁集团面临着单位GDP碳减排18%的强制压力，环保部门针对排放也设立了严格的监管机制，政策的监管带来强制性约束，违规行为会面临罚款、整顿等制裁，属于规制性的制度压力。
第二类制度压力来自组织所在的市场环境，包括行业规范和同行压力。行业规范主要指的是钢铁行业协会出台的各项行业规范，相比强制性国家政策，行业规范非强制，但扮演着合法性审查的权威角色。同行压力指的是陕钢集团面对的低碳转型新技术竞争与低碳新产品市场份额竞争。传统粗钢业务产能过剩，竞争激烈，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开始探索先进的低碳生产工艺和碳处理技术，陕钢集团面临着模仿性制度压力。这种制度压力通常来自于同行业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32]，企业在应对环保问题上，会通过密切关注其他竞争对手的行动来选择应对策略，以获得市场竞争中的合法性。这类制度压力虽然不通过强制奖惩来约束企业，但可以通过合法性评判和市场竞争直接挤压未转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因此企业为追求更高效的投入产出以及更具优势的市场竞争力，会采取低碳转型行动。
第三类制度压力来自于企业的战略导向。陕西钢铁集团规划“3621”发展路径，通过装备水平升级、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协同力的增强，实现集约、高效、低碳、绿色、循环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打造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积极实施节能降碳项目，推进光伏发电、林业碳汇、碳资产管理等规划设计，将低碳绿色发展写入企业的长远战略导向之中。这种来自于战略导向的制度压力被企业内化为一种特定的模式，企业按照先前规划的路径惯性前行，因为保持一贯的战略路径容易获得组织内部的合法性。这类制度压力源于企业内部，是在低碳转型过程中逐渐将外部主体的要求内化，演化出的价值观、理念等认知制度。
表 3 主轴编码

Table 3 axical coding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范畴内涵​

	制度压力
	政策管制​
	来自于国家政策法规的强制性制度压力

	
	行业规范
	来自市场行业协会制定的规范性制度压力

	
	同行压力
	来自同行竞争对手的模仿性制度压力

	
	战略导向​
	来自企业内部管理层认知和路径规划的战略导向

	组织行为
	节能降耗
	降低能源消费、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是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

	
	研发创新​
	技术变革、产品变革、商业模式方面全价值链的研发创新，是低碳战略落地的重要措施之一

	
	制度机制
	企业在管理、决策、考核等重要程序上规章制度的建设，是规范化低碳转型的重要保障

	转化机制
	资源制约
	在严格的制度压力下能耗指标配额带来的资源限制

	
	价值重塑​
	市场环境对于绿色低碳产品价值的再认识，是促使企业从强制施行绿色低碳行为到认识到低碳价值的重要促成机制

	
	价值内化​
	组织对于低碳实践价值的最终接受和完全认可内化

	转型成果
	环保绩效
	通过低碳转型获得的的环保收益，包括减少碳排放、污染物排放，进行环境治理等

	
	经济绩效
	通过低碳转型获得的经济收益，包括提升销量、实现盈利、实现技术进步和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提升

	
	发展绩效​
	通过低碳转型获得的企业形象、社会认可等有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收益包括提升产品质量，美化企业形象，打造上下游协同的钢铁产业集群等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开放式和主轴编码基础上，将主范畴系统地凝练在不同关系结构上，整合其范畴的演化关系，主范畴关系结构如表4所示。在经过上述质性资料的编码和分析之后，制度环境影响陕西钢铁集团低碳转型的过程机理已经初具雏形，企业低碳转型在规制、规范、认知三类制度压力下展开。 

表 4 选择性编码

Table 4 selective coding
	选择性编码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内涵

	A：规制压力
	规制性制度压力→转型行为
	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制度压力下企业推进节能降耗

	
	转化机制→转型行为
	强制性制度压力通过设立严格的资源制约促使企业推进节能减排

	
	转型行为→转型目标
	企业节能降耗为达到监管标准追求环境绩效而损失经济绩效

	B:规范压力
	规范性制度压力→转型行为
	行业规范、同行竞争的规范性制度压力下企业进行低碳研发创新

	
	转化机制→转型行为
	规范性制度压力通过普及市场环境对低碳价值的认识促使企业推进研发创新

	
	转型行为→转型目标
	企业研发创新为追求市场份额提升、利润增长等经济绩效

	C:认知压力
	认知性制度压力→转型行为
	高管层意识、战略规划的认知性制度压力下企业推进低碳制度机制建设

	
	转化机制→转型行为
	认知性制度压力通过管理层低碳价值内化和低碳组织文化建立促使企业推进制度机制建设

	
	转型行为→转型成果
	企业长效机制建设为追求企业形象、战略路径等发展绩效


最后，进一步根据关系结构，绘制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制度化过程的全路径演化脉络，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图1所示。

在规制压力下，政策法规的直接约束迫使陕钢集团被动应对，采取简单粗放的减产措施以满足能耗指标。在减碳政策约束下，陕钢不被允许过量增设高炉，以降低产量和产品多元化为代价，换取低碳排放与环境改善，此阶段陕西钢铁集团面临严格的资源制约，主要为满足环境目标而牺牲经济目标。

在规范压力下，行业规范和同行竞争推动陕钢集团提升主动性，以创新研发突破低碳技术路线的瓶颈。行业协会能够通过合法性审查淘汰落后产能，竞争对手领先掌握低碳技术则意味着低效钢材将在未来竞争中被逐步淘汰，绿色优质钢材逐渐占领市场。因此，陕钢集团需要紧跟行业技术趋势，即生产节能降耗型低碳钢材产品。经过大量研发投入，“禹龙”牌系列钢材应运而生，案例企业从而扭亏为盈，在低碳钢材新赛道上收获可观利润。因此，规范阶段的目标以经济绩效为主，背后的机制源于行业规范和同行竞争压力。

在习惯化压力下，陕钢集团已经建立了一套以低碳发展为战略导向的路径规划，在低碳目标管理、建立低碳技术路线、争取低碳新市场份额等系列过程中，企业已经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以低碳发展为核心的组织管理与企业文化。在惯例与文化的影响下，陕钢集团增设了一系列内部制度规则，保证低碳转型的有序推进和逐步深化。这一阶段企业聚焦发展目标，即在兼顾环境与经济目标的基础上，考虑长期战略实施，继续向集约、高效、低碳、绿色、循环的高质量发展转型，进而重塑资源型企业形象，以及打造绿色协同发展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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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低碳转型的制度化过程机理
3.4 案例讨论：不同低碳制度压力下的组织行为选择机制

前文案例分析表明，企业在三个阶段各具特色的行为回应方式，取决于相应制度压力类别与起效机制。各阶段低碳转型举措的前因，都是根据当下制度压力与组织现状的矛盾，发现亟待优先解决的发展问题。企业总是在经济效率与环保合法性之间寻求平衡。

而效率与合法性正是制度的两个基本属性，它们共同决定着一个制度被企业采纳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33]。效率机制是指制度有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合法性机制是指制度压力下的企业行为需要被认为是公正、合理和可接受的，这意味着企业需要符合某些基本原则和企业价值观[24]。企业的低碳转型行为选择也是效率与合法性的权衡在低碳领域的表现形式，因此，本节从效率与合法性二维视角，解构陕钢集团在各阶段面临的制度压力，从而解析其相应低碳转型行为的产生过程。具体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不同低碳制度压力下的组织行为选择
Table 5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choices under the pressures of different low-carbon regimes
	制度压力
	驱动因素
	效率机制
	合法性机制
	效率与合法性目标
	呈现结果

	政策规制
	资源制约
	企业产能和多元化的扩张受到能耗指标限制
	企业屈从政策压力减少碳排放
	相悖，效率<合法性
	节能降耗

	行业规范和同行压力
	价值重塑

	低效钢材被淘汰，绿色钢材拥有更大市场潜力
	企业顺从钢铁行业关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规范
	相同，效率>合法性
	研发创新

	战略导向
	价值内化
	减少决策成本，打造企业绿色形象
	遵循企业制定的战略导向，形成路径依赖
	相同，效率=合法性
	制度机制


在制度压力下，企业首先面临的是能效指标的资源制约，从效率机制考虑这导致了企业产能和多元化的扩张受限，从合法性机制考虑，能效指标的限制使得企业屈从于政策压力，进而减少碳排放。在这一过程中，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目标相悖，企业无法兼顾经济效益和政策合法性，在政策强制性压力下，陕钢集团表现出采取节能降耗的组织行为。
在行业规范和同行压力这两个行业规范压力下，驱动因素是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对于低碳经济价值的重新塑造。从效率机制考虑，低碳钢材市场价值重塑使得低效钢材被市场淘汰，绿色钢材拥有更大的市场潜力，从合法性机制考虑，市场价值的重塑也使得企业屈从于市场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压力，进一步的认可低碳价值和践行低碳实践。在此阶段，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目标相同，并且市场环境驱动下效率机制发挥的作用大于合法性机制，企业推行低碳相关的研发创新可以同时追求经济效率和合法性，最后企业表现出了研发创新的组织行为。
在战略导向这一企业内部认知的制度压力下，驱动因素是企业将低碳价值内化为企业内部的战略路径。从效率机制考虑，这种战略路径的形成使得陕西钢铁集团大大减少了在绿色低碳相关问题上的决策成本，并且向外界展现出了绿色低碳的企业形象，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美誉度。从合法性机制来说，价值内化使得企业遵循既有的战略路径惯性前行，一以贯之的战略导向使得企业形成了路径依赖，后续决策难以违背之前制定好的战略路径。此时效率和合法性目标是相同的，同时效率机制的作用和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一样大，企业为了兼顾效率与合法性的追求，进行低碳转型的制度创新和流程创新，使企业从制度机制上为低碳转型保驾护航。
5 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陕钢集团的案例研究，从组织应对制度压力的回应行为角度，提炼了资源密集型的钢铁行业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型时期，将逐步实现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的三阶段过程模型。案例企业从简单降产到技术研发再到内部管理制度塑造，逐步深入低碳转型，作用于企业的各阶段制度类别各不相同。这一进程可以划分为规制阶段、规范阶段和习惯化阶段。
规制阶段，钢铁企业低碳转型具有“被动性高、单一减排、不可持续”特点。双碳政策首先通过相应的法制法规，依靠强制约束力和奖惩机制促使钢铁企业快速满足环保目标，低碳概念被简单地解释为“排放量”并依此进行度量。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传统增长方式与满足环保的制度要求相悖，而制度具有强制性，因此企业被迫而直接地节能降耗，降低产量、减缓规模扩张，以经济效益换取环境效益，在获得合法性的同时并没有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规范阶段，钢铁企业低碳转型具有“激发主动性、多元创新、可持续”特点。与政府联系紧密的行业协会等组织制定低碳规范，并通过合法性审查敦促企业研发低碳新产品，鼓励低碳钢材市场的建立，在行业内形成新技术路线的供需环境。在实践过程中，同行领军企业领先低碳技术创新会对企业产生竞争压力，追赶或模仿领先企业以追求新业态下的竞争优势促使案例企业深化低碳变革，提高研发投入并在技术创新上有所推动。这一过程中企业受到行业协会与同行集体行动的规范压力，主动创新以在低碳规范建立起的新行业环境中突破竞争瓶颈，甚至追求“弯道超车”。
习惯化阶段，钢铁企业低碳转型具有“主动性高、战略转变、内化强”特点。当相对成熟的低碳技术为企业在新制度环境下带来收益，企业产生了将这一模式习惯化并持续推进的动机。长期的低碳管理行为在企业内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惯例与企业文化，低碳概念进一步融入企业声誉、品牌形象与企业内部人员共识，由此在企业发展布局的长期战略中构建起低碳化的路径依赖。在内部合法性的推动下，企业低碳决策成本降低、多元低碳策略实现和相互配合形成生态的成功率大幅提升，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商业模式。由此低碳发展在钢铁行业中的规制、规范、习惯化三类制度压力推动下，逐步完成转型。
5.2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在理论贡献方面。首先，本文从制度理论角度拓展了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的多阶段路径研究，对组织和生态视角加以整合，解构并解释了企业在转型过程的各阶段间差异的动机-行为-目标逻辑链条，以及阶段间逐步深入的演变关系；第二，本文区分于绿色转型研究，为“双碳”这一有强力政策与法规约束背书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低碳转型的强制性与必然性也为企业管理实践带来了独特要求，与宽泛的绿色发展有所区别；第三，本文以陕钢集团为案例，一方面发挥案例研究优势，建构地发现案例企业在低碳转型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另一方面以钢铁行业为切入点，突出了传统重工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在低碳转型中存在的独特挑战。

在管理启示方面。对于企业管理者：①低碳转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技术积累满足产品应用能力之前，节能降耗的直接碳减排方式会对企业造成效益压力，因此企业应该积极提前、加速进行研发投入和外向学习，领先行业竞争者掌握绿色低碳技术；②“双碳”政策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因此与既有研究中多以资源基础观为起点开展的企业绿色转型不同，构成了应对制度压力，从强制性压力到规范性压力再到内部习惯压力的过程，企业管理者应准确识别低碳转型的特殊性，正确定位自身在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转型角色；③资源型企业在低碳转型后期应突破个体限制，与产业内上下游企业协同进步，向产业的价值重塑以及新发展模式贡献力量。

对于政策制定者：①稳定可持续的低碳发展需要平衡碳排放与经济效益，企业低碳转型初期存在以经济效益置换环境效益的利益损失阶段，自身主动性较低，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通过强制性政策法规来规束企业的传统增长方式；②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补贴、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资源型企业积极开展研发创新，因此碳减排建设不应只从排放量的单一指标评判，应结合创新专利等指标给予鼓励；③制度环境是资源型企业低碳转型的动力来源，持续完善低碳制度环境，未来也应从碳汇金融等角度赋予资源型企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更多参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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